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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入集的篇章考察与文体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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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伴随对文道关系的讨论以及古文地位的提升，南宋以来文章学兴盛，《史记》开始进入文章总集。通过节

录、全篇摘录或重构《史记》文章，使之呈现新的篇目形态，《史记》入集这一过程体现了各时期各位选编者深

层的文章学观念。文道统一结合、《史记》的行文技巧、内涵义理，是《史记》入集的重要接受维度。编纂者通

过文体分类或归类，彰显了《史记》“传状”“赞”“世表”等文体的开创性和示范性意义；围绕具体文体的正变

问题展开辨析，也体现了一定的文体观念，折射出相关的文学生态环境。《史记》进入文章总集而被多维接受，

是《史记》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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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作为一部史学著作，经由唐宋古文运动

将其作为古文的典范之一，逐渐进入文章学领域。宋

代以降，文章学领域有关《史记》的评论层出不穷，

至清代达到高峰，最终成就了《史记》在文学史上的

不朽地位①。从宋代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的情况

来考察其经典化过程，是《史记》文学接受研究的重

要路径。伴随“子史衰而文集之体盛，著作衰而辞章

之学兴……经学不专家，而文集有经义；史学不专家，

而文集有传记”[1](61)的著述风气，文章总集在篇章内

容的选取上，开始“收录先秦两汉子、史文章”[2]。

自真德秀《文章正宗》以来，《左传》《国语》《战国策》

《史记》等史部著作入集，业已成为文章总集编撰的

常见现象。以《史记》进入文学总集为观照点，在入

集过程中，编撰者对《史记》篇章的采纳、截取或重

构，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编撰者是基于何种维度接受《史

记》的。 

 

一、《史记》入集的篇章形态考察 

 

《史记》篇章入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作为

唐前最重要的文学总集，《文选》对于“概见坟籍，旁

出子史”的游说谏诤之辞，因其“事异篇章”而不予

收录。史传中的叙事性文字，因缺乏文采，亦不加采

纳。由于赞论具有“综辑辞采”、序述具有“错比文   

华”[3](2)的艺术性，《文选》从《汉书》《晋纪》《后汉

书》《宋书》中选取十几篇赞、论、序、述入“史论”

“史述赞”类，然而选择对象不包含《史记》。这一选

取观念对其后许多文学总集的编撰产生了较大影响。

例如补《文选》之遗的《古文苑》不收“史传”，在编

次和分类体例上对《文选》多有继承的宋代大型文学

总集《文苑英华》亦不收《史记》。《史记》作为体例

完整、内容广博的史学著作，本身已经便于流传，这

是总集不选《史记》的重要原因。北宋孔延之编撰地

域总集《会稽掇英总集》，前十五卷收录诗歌，按“州

宅”“西园”“贺监”“山水”等类目编排；自十六卷始

选录文章，按“史辞”“颂”“碑铭”“记”“序”“杂文”

等类目编排。在“史辞”一类中，收入《史记·越王

勾践世家》中“太史公曰”的部分文字，并将其命名

为《越世家史辞》。《会稽掇英总集》按内容与“会稽

山水人物”有关这一标准进行择选，体现出地域总集

编撰选文时强烈的地志化倾向[4]。其对《史记》的选

录，与其他文章总集重《史记》的文章学价值而加以

选录的出发点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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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德秀《文章正宗》创新文章分类体例，所录诗

文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歌”四门，其中收

录了大量的史部文献，《四库全书总目》称：“总集之

选录《左传》《国语》自是编始，遂为后来坊刻古文之

例。”[5](1699)《史记》中最具史传文学特点的叙事论赞

类文字，自《文章正宗》以来，逐渐进入文章总集当

中。据许海月统计，大部分收录《史记》的文章总集

并非对《史记》各篇进行全文收纳，而是进行了相应

程度的摘取[6](9−52)。至于这一行为的动机，《广文选·凡

例》解释为：“子史等书，可入选者甚多，第以其俱有

成书不能尽采。”[7](卷首)姚鼐《古文辞类纂》选《史记》

“表序”“书说”“论辩”类文字而不收史传，其于“序

跋类”序目中也予以说明：“余撰次古文辞，不载史传，

以不可胜录也。”[8](3)当然，一些卷帙浩繁的大型总集

如《文章辨体汇选》，以及出于编者的文学观念而对《史

记》文章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予以重视的个别总集，会

对《史记》传记全篇引录，但仍为少数。清代于光华

编撰《古文分编集评》，其在《凡例》中称：“前贤选

本，每恐篇长难于熟读，节录数段，或截分数篇，非

不便于初学。”[9](5)这也说明《史记》篇章的截取和重

构是文章总集编撰过程中的常见现象。 

《史记》篇章的截取和重构，从编撰意图和具体

操作上来看，主要有如下几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在以类编次或以时编次的总集中，仅节录

《史记》中契合编撰者选文观念的部分。宋代汤汉的

《妙绝古今》选录上自《左传》下至北宋的“文之精

绝者”，所录文字乃“一代不数人，一人不数篇”[10](784)

的精妙文字。《妙绝古今》卷二收《史记》段落，涉及

《伯夷列传》《屈原贾生列传》《乐毅列传》《楚世家》

《鲁仲连邹阳列传》等 11 篇篇目当中的内容，仅列出

处而不给所选段落命名。《金圣叹批才子古文》中“《史

记》选”类和“西汉文”类均摘录了大量《史记》段

落，王符曾《古文小品咀华》、林云铭《古文析义》等

也均是通过选录《史记》段落并加以评点来实现对《史

记》文章学意义的阐发。以某一叙述事件为中心，摘

取传记中叙事文字尤佳的部分，将《史记》作为叙事

文学的典范加以收录、命名并评点，是其中较为常见

的《史记》文章学价值阐述方式。《文章正宗》“叙事”

类纲目称：“今于书之诸篇与史之纪传皆不复录，独取

左氏史汉叙事之尤可喜者。”[11](6)故《文章正宗》选取

《史记》中大量精彩的叙事段落，并以“叙+主体+事

件名称”的形式为之命名。如《太史公叙秦孝公变法》

《叙秦并天下后事》《叙秦焚书》《叙秦起阿房宫》《叙

项羽救巨鹿》《叙刘项会鸿门》等三十多篇叙事文字，

将原本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拆分成各类事件，并以其

为作文之式。汪廷讷《文坛列俎》“史摘”类的小序交

代了史部文献的入选范围：“叙事议论尤佳者数十篇，

以见史之一班耳。”[12](241)叙事类事件包括《秦孝公变

法》《秦并天下后事》《项羽救巨鹿》《项羽会鸿门》《平

勃诛诸吕》《迎立代王》《赵武灵王立少子何》等，其

后如清代林云铭的《古文析义》也对这一文本选录方

式加以借鉴。 

第二，在以体编次的总集中，节录《史记》部分

内容进行文体重构并命名，不过分偏向纪传体史书写

人叙事的完整性，而以保留文体属性为重要的选录依

据。截取《史记》篇章使其成为独立的文体，并以文

体命名的文本选录方式，在宋代以来的文章学选本中

较为常见，其中节录“太史公曰”并以“论”或“赞”

命名的选文命篇方式尤多。如陈仁子《文选补遗》“赞”

体收录《燕世家赞》《韩世家赞》《孔子世家赞》《张良

世家赞》等赞语 20 条，刘节《广文选》、焦竑《中原

文献》等文章选本亦收大量的赞语。除论赞之外，将

人物对话中的应用性文字进行节录，则形成“说”“书”

“对问”等应用文体。冯有翼《秦汉文钞》节录《史

记》大量的“说”体，如《赵良说商鞅说》《苏秦说燕

文侯说》《苏秦说赵肃侯说》等。《古文喈凤新编》收

《李斯谏逐客书》《司马相如谏猎书》等公文，《广文

选》将《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回答壶遂的文字进行

节录，辑为《答壶遂问》。将“表”前用以交代制表始

末的议论性文字进行节录，则又形成“序”或“论”

体。以“序”名篇者，有姚鼐《古文辞类纂》“序跋类”

收录的《司马子长十二诸侯年表序》《司马子长六国表

序》《司马子长秦楚之际月表序》等 6 篇序文；以“论”

名篇者，有《集古文英》“史论”类所收的《十二诸侯

年表论》《秦楚月表论》《汉兴诸侯年表论》等。 

第三，节录《史记》传记中的合传为单传，并另

拟标题。通过拎出单人传记，以保留传记记载一人始

终的叙述完整性，并与唐宋以来的人物传记接轨。《文

章正宗》卷二十将《屈原贾生列传》中有关屈原的文

字截取，并且剥除屈原的《怀沙赋》，题为《屈原传》；

明代刘祜的《文章正论》，将《汲郑列传》摘取为《汲

黯传》；《文体明辨》将《管晏列传》摘为《管仲传》，

将《平原君虞卿列传》摘为《平原君传》；等等。通过

这一文本重构方式，既缩短了入选文章的篇幅，又使

其体例更为接近唐宋以来的碑志记传。 

对《史记》篇章进行摘录、重构，使之呈现新的

篇目形态，是南宋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的必要

途径。在以体分类的文章总集中，对《史记》进行篇

目形态改造有利于突出文体特征；在以类编次或以时

编次的总集中，对《史记》进行摘录则有利于缩小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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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突出《史记》的某类质素以便集中学习。因此，

节录及重构文本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编撰者的文体及

文学观念。 

 

二、《史记》入集与文章接受 

 

关于《史记》的文章学意义，张新科、杨昊鸥等

学者主要通过细致梳理历代对《史记》的评论来加以

探讨。历代对《史记》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史记》的

章法结构、叙事写人的高超技巧、总体风格的呈现等

方面。若从各阶段总集编撰的角度观察《史记》进入

文章总集的情况，对于《史记》的接受情况则有需要

补充的地方。 

《史记》入集与总集编撰所处时代的学术风尚密

切相关。南宋收录《史记》的总集往往通过节录《史

记》片段、分析其文章技法来阐明文道关系。北宋时

期苏洵、欧阳修、苏轼、陈师道等人对《史记》的效

法与探讨为《史记》进入文章学视野奠定了基础。南

宋以来伴随着理学思潮的兴起，几部收录《史记》的

总集都将文道、义理作为文章入选的首要条件。如《崇

古文诀原序》称：“文者载道之器，古之君子非有意于

为文，而不能不尽心于明道。”[13](2)按此标准，选入《自

序》和《答任安书》。《文章正宗·纲目》称，“今所辑

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且“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

经”者才得以入选，“有志于史笔者，自当深求《春秋》

大义而参之以迁、固诸书”[11](7)。因此，真德秀也是

通过对《史记》篇章结构的分析上升到对文章写作和

义理二者关系的讨论。《妙绝古今》称入选该集的篇章

是“言之精者”，但又说学者“毋但求言语句读之    

工”[10](784)。《四库全书总目》称《妙绝古今》的编选

“有感于士之不遇而复进之于道”[5](1700)，意即既求言

语句读之工，又需道合六艺。所选《史记》段落，如

《伯夷列传》《屈原列传》《乐毅列传》等，主人公都

有不平的遭遇和高尚的人格，正符合《四库全书总目》

的评价。《史记》通变古今、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理想，

以及司马迁在叙写人物传记时开阖跌宕的笔法符合这

一时期文章总集的选录要求。 

明代对《史记》的评论进入兴盛期，“文必秦汉”

的复古观念以及场屋之作的需求，使得这一阶段对《史

记》的接受更加偏重于对篇章的细致分析和对创作技

巧的师法上。受辨体风气和复古思潮的影响，这一阶

段选录《史记》的文章总集以辨体和对古文写法进行

赏析为主，前者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

体汇选》等，后者如《先秦两汉文脍》《秦汉文钞》《古

文奇赏》《西汉文纪》《集古文英》《文编》等。钱忠义

为《集古文英》作序，称“凡制策时务为天下有用文

字，罔不该贯”[14](494)。《中原文献·自序》称：“一切

典故无当于制科者，概置弗录。”朱之蕃为《中原文献》

作序，认为“太史公苦心毕力，悉采金匮石室之编，

惟取其词旨丰斐，文采陆离者入矩”[15](卷首)。因此，对

章法布局、语言技巧的分析就成为《史记》接受的重

点。《钜文》从文章风格的角度对《史记》悲壮宏放的

境界进行标举，《文编》和《文章指南》则从法的角度

提出古文写作的具体规范和技巧。《文编·自序》称“学

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6](103)，《文章指南》则将对

法度的揣摩和学习作为全选的编撰体例。《金圣叹批才

子古文》卷七《西汉文》选《史记》传赞 76 篇，卷八

又选《太史公自序》《酷吏传序》《报任安书》3 篇，

并从各个角度对所选片段详加点评，对司马迁讽刺笔

法的运用阐释得十分透彻。当然，这一时期也有承接

自宋以来对义理的重视而编撰的总集，如刘祜的《文

章正论》自序称“诸家纂集，大率以辞之工拙为高下，

而论世考德溺其识矣”，钟化民为之作序，称“是编者，

求文于道，求道于心，求心于正”[17](423)，所入篇目以

六经冠其首而采史书大量篇章。但总体而言，明代对

《史记》的编收和讨论主要侧重于《史记》本身的文

学要素上。节录、摘取《史记》文本作详细分析、鉴

赏，则使编选者对技法的讨论更为集中，更有操作性。 

清人将“道”具化为义理和考据，更加重视文道

合一，并首次提出《史记》篇章形态与接受的相互关

系。许海月将选录《史记》篇章的总集在选取倾向上

概括为“文章正统”“作文启蒙”“经世致用”等，较

为全面[6](44−51)。清代对《史记》的接受大致建立在前

代基础上而有所推进。除此之外，清人关于《史记》

形态及入选次序的思考值得关注。如桐城派方苞将《史

记》作为“义法”最精者的代表，并认为要接受《史

记》则不能将其分割，否则会破坏义法。《古文约选·序

例》称：“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

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

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剃。”故方苞

专门评点《史记》而不将《史记》进行分割入集。《史

记》中《太史公自序》一篇因具有独立篇章的性      

质而被收入，《古文约选·序例》称：“独录《史记·自

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

文耳。”[18](4)另外需要关注的是于光华编撰的《古文分

编集评》，其在《凡例》中总结前代选本节录《史记》

入集造成的后果：“《左》《史》之神理血脉，未免割裂，

妙处难得。”因此，此选本“每载必备原委”[9](5)，这

也是将完整的《史记》文本所凸显的神理作为入选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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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传志”类收录的《史记》

人物传记，除《屈原贾生列传》一篇中的《怀沙赋》

《吊屈原赋》《鵩鸟赋》已入“辞赋类”和“哀祭类”，

故不重复选录外，余皆全篇收入，不作分割。另外，

于光华《古文分编集评》关于《史记》入集的篇次顺

序探讨，尤值得注意。于光华(1727—？)，字惺介，

号晴川，自幼随父学古文，编纂有《文选集评》和《古

文分编集评》。在《古文分编集评》中，他认为，“初

学经书既毕，即宜授以古文。但前贤选本，俱从《左》

《国》《史》《汉》六朝唐宋相承而下，编次之体宜尔，

而塾师亦即从《左》《史》入门，初学遽难领略”[9](1)，

因此，“古文先由唐宋八大家起手，次两汉，次《左》

《史》，层累而上，指点古文源流别派”[9](1)。该选本

的编次顺序也与于光华本人的古文观念吻合，先由“唐

宋八大家”入手，推至储欣“十家”，次两汉，最后为

《左传》和《史记》，循流讨源之文章学观念贯穿其中。

“且即唐宋两汉中，分为两种，择其起伏层折、路径

可寻者，先为讲解，俾知古文大概，然后授以沉雄深

厚之作，微寓由浅入深意”[9](1)，集中所论不拘于章句

品评，而能抉出气脉理路，重气韵神采。这部选集裒

集“童年应读之文”[9](1)以作读本，同时秉承“时文本

于古文，体裁格律原自相通”[9](3)的观念集中古文精华，

以帮助读者学习时文的写作方法。此选本将《左传》

《史记》作为古文的最高典范，同时打破了以往文集

编次的惯例，将古文观念和编次体例巧妙结合。 

在自宋代以来文章学兴盛的学术背景下，《史记》

的接受在各阶段均有其特点，文道结合、行文方法和

技巧、内涵和义理是《史记》进入总集在文学接受上

的各个维度。各时期对《史记》的接受并不是单一状

态，而是交互式地互相影响与推进。 

 

三、《史记》入集的文体学意义 

 

《史记》入集的重要原因在于其突出的文献和文

体价值。《史记》作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于叙述中

还原历史场景的史学特征，使得《史记》本身就保存

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文章总集在收录这一类文体时，

将《史记》作为保存文献的文献库加以采摘，这与将

《史记》作为创作的典范加以择取不同。明代梅鼎祚

《西汉文纪》、冯有翼《秦汉文钞》、陈仁锡《古文奇

赏》等，均收录《史记》中大量的诏策文书；姚鼐《古

文辞类纂》“碑志”类收《秦始皇二十八年泰山刻石文》

《秦始皇琅琊台立石刻文》等 6 篇刻石文，李兆洛《骈

体文钞》“铭刻类”亦收此 6 篇，也是将《史记》作为

文献的采摘来源。《古文喈凤新编》点评《李斯谏逐客

书》，称“峰回路转，波湧澜翻，备极文境之妙。……

缘秦文无多，选此书具载传中，故钞入《史记》”[19](15)，

也是以《史记》为文献来源的证明。由于选编者文体

分类的细致化，单篇文章会被分成若干不同的段落而

纳入不同的文体类别中。如《广文选》将《太史公自

序》一篇分为《自序》《答壶遂问》《六家要旨论》三

篇；《中原文献》将《屈原贾生列传》分为《屈原传》

《屈原赞》《贾谊吊屈原赋》三篇；《文坛列俎》将《淮

阴侯列传》分为《汉王筑坛拜信》《韩信破赵》《韩信

赞》三篇。诸如此类，入集内容既包括司马迁对前代

文献的采摘，又包括《史记》的自我书写。《史记》的

文献价值和文体意义并不会被截然区分，而是共同存

在于《史记》入集这一行为之中。《史记》入集的文体

学意义，不仅包括文章总集按照编选体例对《史记》

的内容摘选及文体认定，也包括围绕这些文体而展开

的文体学讨论。 

首先，《史记》中的“传状”“赞”“世表”等因具

文体开创意义或文体典范价值而进入文章总集。《文章

正宗》“叙事”类前的小序称：“有纪一人之始终者，

则先秦盖未之有而昉于汉司马氏，后之碑志事状之属

似之。”[11](6)这说明《史记》传记之于唐宋碑志的意义。

《文章辨体》卷四十五“传”体前小序称：“太史公创

《史记》列传，盖以载一人之事，而为体亦多不同。”

以《史记》列传为源头，开启了三种不同类型的人物

传记：一是承接《史记》列传的风格，“前后两汉书、

三国晋唐诸史”第相祖袭，以及后世之学者士大夫“或

值忠孝才德之事，虑其淹没弗白，或事迹虽微而卓然

可为法戒者”所作的人物传记；二是以范晔《黄宪传》

为代表的“盖无事迹，直以语言模写其形容体段”[20](30)

的人物传记；三是以韩愈《毛颖传》为代表的带有讽

谕、游戏性质的传记，侧重于借传为说。故《文章辨

体》只选择《史记》中的《孟子荀卿》一篇置于卷首，

以示《史记》“传”之体的开山地位。《文体明辨》卷

五十八“传”类小序称：“自汉司马迁作《史记》创为

列传以记一人之始终，而后世史家卒莫能易。”[21](370)

值得注意的是，《史记》虽在一篇传记中记载传主生平

事迹，但也有不少合传合载两人事迹。刘知己在《史

通·列传》中称：“传之为体，大抵相同，而述者多方，

有时而异。如二人行事，首尾相随，则有一传并书，

包括今尽。”[22](35)将二人合传叙写，是为了史书叙事

的需要，这一写法虽历来为史家所重，但唐宋以来的

人物碑传基本上是单传，选编者在表明《史记》传状

的开创性时，就不免要将其截取为类似文集中的传记

而尽量消除其史书的特征。因此，徐师曾将《管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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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摘录为《管仲传》，将《范雎蔡泽列传》一篇拆

为《范雎传》和《蔡泽传》两篇单人传记，其形态就

与后面的家传、托传和假传相近。另外，唐顺之《文

编》、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将《史记》中“世表”

的文体开创意义也予以彰显。《文编》“年表”类收《史

记》年表 5 篇；《文章辨体汇选》“世表”类前有小序。

贺复征称：“表者，标也。标著其事，一览了然也。     

太史公年表月表实创厥始，录之为后来作谱系之   

祖。”[23](723)故收入《三代年表》和《秦楚之际月表》

作为年表和月表的始祖典范。与一般总集只录表的序

文不同，贺复征将年表和月表全文收入。在总集中选

入《史记》的“论赞”“传状”“世表”，从文体学的角

度说，有回溯文体源流，引出后世由其演变而来的相

近文体的作用。另外，截取《史记》篇章，突出其文

体特征，将其作为文体的典范以示写作门径，是编选

文章总集的重要目的。《古文辞类纂》“序跋类”小序

说：“载太史公、欧阳永叔表志叙论数首，序之最工者

也。”[8](3)《古文辞类纂》将“序跋”类与“赠序”类

分开，“序跋”类即是以《史记》年表序和《新五代史》

年表序及其他书序为代表。《古文眉诠》《涵芬楼古今

文钞》又将“表序”从“序跋”中独立出来，选取《史

记秦楚之际月表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等 6 篇作

为表序的典范，既突出了表序的文学价值，也使文体

分类更为细致，便于取法。同时，文体的开创性和典

范意义常常是同时具备的，因为古代文学批评领域，

常以一种文体开创之初的风貌作为这类文体的本色，

即最高典范。 

其次，文章总集在具体的文体考察中，通过以“史”

入“集”过程中的文体辨析，对《史记》“传”“序”

“赞”等文体正变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亦折射出相关

的文学生态环境和文体观念。唐长庆二年“三史”科

确立，使《史记》成为制举之常科，并被宋代科举所

沿袭，大大提升了士人对《史记》的接受热情。加之

古文运动促进了文章学的兴盛，叙事性文学也随之受

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因此，《史记》的记传写法便颇引

人关注。史“传”与文“传”的接轨，是以“史”入

“集”过程中需要辨析的内容。真德秀《文章正宗》

首先将《史记》记传类文章分为“叙事”和“议论”

两部分，《文章正宗纲目》称本选的目的是“以后世文

辞之多变，欲学者识其源流之正也”[11](5)，明确将《史

记》以叙事议论为主的记传写法加以推举。前文已述，

《文章辨体》和《文体明辨》同样也通过梳理“传”

体的发展脉络，将《史记》开创的史书传体作为传之

正体，而对于唐宋以来的传记，则认为是自然的文体

发展，言辞之中并无轩轾。然而史学视野下对史家传

记和私人传记的讨论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钱谦益《刑

部郎中赵君墓表》中有“余尝以谓今人之立传非史法

也，故谢去不为传”[24](1537−1538)的观点，顾炎武在《日

知录》中认为，“自宋以后，乃有为人立传者，侵史官

之职矣”[25](3241)，他们将史学范畴的传和文学范畴的

传加以区分，影响较大。作为文章总集的《古文辞类

纂》，其“传状”类小序称：“传状类者，虽原于史氏，

而义不同。”[8](11)所选篇目如《圬者王承福传》《种树

郭橐驼传》等，符合其在“传状类”小序中的观点，

即“古之达官名人传者，史官职之。文士作传，凡为

《圬者》、《种树》之流而已，其人既稍显，即不当为

之传”[8](11)。选录这些社会较低层次人物的传记，可

看出姚鼐对于传记写作是由官方掌握话语权这一史家

观点的部分肯定[26]；其所选不录《史记》篇章，直取

自韩愈以来文人写作的行状和传记，虽有史书不可胜

录的原因，但也表明其对唐宋以来文人传记的重视。

《经史百家杂钞》也受桐城派观念的影响，故在选录

时不以正变区分“传”之各类。“传志类”将“传”体

分为“记载之公者”和“记人之私者”，并将二者并列，

作为记载之公者的《史记》人物传记被大量选入。与

《文章辨体》《文体明辨》等从文体正变角度考察史传

与私传不同，《史记》“传”体进入文集又经过了新的

考察与分类。又如，《史记》中的“赞”作为“论”体

的开创之一被选入文集，一直作为正体出现。如吴讷

《文章辨体》第三十五卷“论”体前有小序，用以梳

理“论”体的演变。该小序称，“于传末作论议以断其

人之善恶”的“史论”作为“论”之二体中的一体，

由《史记》开创，并于正文选录项羽、商鞅、蔺相如

三篇传记的赞语以示规范。《涵芬楼古今文钞》则从文

体的演变角度说明《史记》的“赞”文并非正体。其

《例言》中“颂赞类第十一”条称：“赞亦颂类，古者

宾主相见则有赞，互相称誉以致亲厚之意，故文之称

人善者，亦以赞为名。然至史家之体，每传必有赞，

则其中贤否不一，亦时有贬词焉，非其正体。”[27](1)

吴曾祺虽认为《史记》中的“赞语”并非正体，但仍

大量采摘并示为典范，“赞”体收《史记五帝本纪赞》

《史记项羽本纪赞》《史记孔子世家赞》等 8 篇赞文。

这里突破了传统的文体正变观，认为体之正变并不意

味着文之高下。从《史记》入集的文体来看，论赞占

有绝对优势，是入选最多的文体，这也能说明一些问

题。论赞的受重视与赞体相对独立的篇制形态有关，

又和宋代以来“以古文为法”的时文创作观念有密切

关系。《史记榷参》评论赞为“不数言辄开阖顿挫，此

所以为文字之祖  也”[28](175)。牛运震《史记评注》称：

“太史公论赞，或隐括全篇，或偏举一事，或考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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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所亲见，或证诸典记所参合，或于类传之中摘一人

以例其余，……诚为千古绝笔。”[28](92)《史记》的论

赞往往在较短篇幅内对人物进行评论，对整篇传记进

行提要钩玄，寓有高超的艺术成就，因此，揣摩《史

记》论赞的文法就成为学习古文、指导时文写作的重

要途径之一。除“赞”“传”二体外，《古文辞类纂》

“碑志”类小序讨论韩愈碑序和《史记》碑序“异体”，

则为评价文体发展提供了依据。该小序称：“周之时有

石鼓刻文，秦刻石于巡狩所经过，汉人作碑文，又加

以序。序之体，盖秦刻琅邪具之矣。茅顺甫讥韩文公

碑序异史迁，此非知言。金石之文，自与史家异体，

如文公作文，岂必以效司马氏为工耶？”[8](12)姚鼐考

察文体的变迁，重源流而又以动态和发展的眼光看待

文体变迁，尤其突出文学性碑序突破《史记》传统而

具有的创新性价值，这也体现了其重视唐宋且上接秦

汉的古文观念。 

以《史记》为代表的史部著作在进入文章总集时，

不仅需调整其篇章形态，还需通过编选者对总集进行

分类及说明编撰体例来进行文体的承接与融合。选编

者对篇章进行重构，对文体进行重造，从而完成对经

典的开掘与接受[2](199)，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文体内蕴，

寄托了各时期的选编者深层的文章学观念。 

 

四、结语 

 

自南宋以来，《史记》进入文章总集并不是偶然的，

古文运动和程朱理学对文道关系的讨论是《史记》入

集的重要契机。“古人之文，所以皆在六艺诸子之中，

而不别为文集者，无他焉，彼以道术为体，而以文章

为用，文章特其道术之所寄而已。”[29](188)摒弃浮华、

重内质的文章观念使文章典范扩充到经史子部，以之

补益文章学的不足。唐宋以来叙事文的蔚为大观，古

文批评领域热衷于对叙事文的讨论，以及叙事文学地

位的提高，都是《史记》入集的重要条件
②
。此外，“史

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1](219)，《史

记》写人叙事的巨大成就及其文学价值是《史记》得

以入集的根本前提。“迁书体圆用神”，“迁书纪、表、

书、传，本左氏而略示区分，不甚拘拘于题目也”[1](50)，

《史记》的体例既体现出通盘考虑的严密性，又能根

据具体情况灵活变通，这为文章总集截取《史记》提

供了更大的空间。通过观照《史记》入文章总集的过

程，可以发现文章总集对《史记》的多维接受主要体

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截取《史记》中的历史文献，

揭示《史记》保存的大量应用类文献的价值。二是通

过节录文本突出单类文体，并对其进行分类或归类，

标明《史记》中相关文体的开创性价值和示范性意义。

在文体的探讨中，涉及有关文体正变以及文体流变等

问题。三是在文章学领域，通过选录经典篇章或段落，

赋予《史记》有关文道关系、行文技巧的文章学价值；

通过对不截取《史记》篇章这一行为动机的阐释，或

对《史记》整体性面貌的重视，体现出将《史记》作

为古文最高典范的观念。从多个视角出发，同样的《史

记》文本，也常因接受的维度不同而被归入不同的总

集、不同的分类中。文章总集对《史记》的接受既受

时代思潮的影响，也与编选者的思想观念以及文集的

编撰体例有关。要言之，《史记》入集而被多维接受，

是《史记》最终成为文学经典的重要助推力。 

 

注释： 

 

①  有关《史记》经典化的建构，可参看张新科的系列论文：《汉

魏六朝：史记文学经典化的起步》，《甘肃社会科学》，2016

年第 6 期，第 33-38 页；《宋代的史记文学评论》，《文艺理论

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117-128 页；《史记文学经典化的

重要途径——以明代评点为例》，《文史哲》，2014 年第 3 期，

第 124-132 页；《论清代的<史记>文学评论》，《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2016 年第 1 期，第 57-65 页；《史记文学经典的建构

过程及其意义》，《文学遗产》，2012 年第 5 期，第 144-156 页。 
②  何诗海《“文章莫难于叙事”说及其文章学意义》，《文学遗

产》，2018 年第 5 期，对此论之甚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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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ptance of articles on Shiji into anthology and 
the meaning of the study on its styl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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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moral as well a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tus of ancient prose, article study had been prevalent since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Shiji had begun to be 

accepted into anthology of articles. By selecting, excerpting or reconstructing articles on Shiji so that they can manifest 

themselves in new article form, the whole process of accepting Shiji into anthology is entrusted with the deeper 

conceptions of article study of various compilers at different periods. Combining literature and moral in Shiji, its writing 

techniques and intrinsic guidelines for writing historical annals, are all important acceptance dimensions of accepting 

Shiji into anthology. By classifying and cataloging of the article style, the compilers stressed the groundbreaking and 

demonstrative significance of such styles as biography (Zhuanzhuang), the argumentation (Lunzan) and the pedigree 

chart (Shibiao). They specifically centered around the original version and variation of a specific article to embody 

certain concepts of styles, reflect some relevant ecological surrounding of literature. Articles on Shiji’s were accepted 

into anthology and its multidimensional understanding, turned out to be important drive force for Shiji to be a literature 

classic. 

Key Words: Shiji; article anthology; editing form; the acceptance of articles; the meaning of styl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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